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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出发点，标志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实现了近代西方哲学的

认识论转向。笛卡尔式怀疑也造成了人类感性和理性方面的双重缺失，向外形成了一种数学哲学观，人

类由此进入数学科学时代，心灵开始诉诸数学来获得可靠性和真实性，引发了“科学向数学的还原”。

普遍怀疑下现代科学和哲学也在“回归心灵”的内省中找到了栖息地，这种内部的意识活动使人得到了

确定性。最后，从“我思故我在”到“普遍科学”，笛卡尔思想中蕴含的隐秘“欲望”，即对于人类渴

求自治，渴望支配自然的目标也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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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ito ergo am” is the core and starting point of Descartes’ ideological system, marking the awa-
kening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realizing the epistemological turn of modern Cartesian dou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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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used the double loss of human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and formed a mathematical phi-
losophy outwards. Thus, human beings entered the ag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their minds 
began to resort to mathematics to obtain reliability and authenticity, leading to “the reduction of 
science to mathematics”. Under general suspicion, moder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have also found 
a habitat in the introspection of “returning to the mind”. The internal activity of consciousness 
gives man certainty. Finally, from “cogito ergo am” to “universal science”, the hidden “desire” con-
tained in Descartes’ thought, that is, the human goal of autonomy and domination of nature is in-
creasingly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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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笛卡尔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将“我”置于上帝和自然之前，并作为

其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起点，由对自然和神的关注转向人身上。哲学开始转向关注主客关系问题，同时

也标志着人类普遍意义上自我意识的觉醒。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思想对当代产生了很大影响，从

汉娜·阿伦特的视角下看这一问题，即建立于普遍怀疑基础上的“我思故我在”形成了一种数学哲学观，

人类心智结构在当代被“数学化”了，并由此引发了“科学向数学的还原”。另外，“我思故我在”中

也暗含着“回归心灵”和“普遍科学”的原则，“回归心灵”的内省原则意味着人类共同感的丧失。最

后，通过结合戴维斯对古代悲剧与现代科学的起源所进行的考察，笛卡尔思想中的隐秘“欲望”，即笛

卡尔式的科学的目标也由此凸显出来。 

2. “我思故我在”作为主体性原则的标志及哲学意义 

2.1. “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内涵 

“我思故我在”可理解为，当我在怀疑一切时，有一件事是毋容置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

通过思考这一行为意识到了“我”是存在的。在逻辑层面，当我在怀疑时，必然是以“我”是一个具有

思考能力的存在作为怀疑的前提，所以，如果在逻辑上否认自我的存在是矛盾的。 
“普遍怀疑”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确立的基础，对于“普遍怀疑”，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第

四部分中提到：“任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能够想象到有一点可疑之处，就应把它当成绝对的虚假抛弃掉。”

[1]由此可见，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不同于以往的怀疑主义，在笛卡尔看来，现有的一切知识的基础并

不是可靠的，现有的一切知识也是如此，重建知识大厦，必须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摆脱一切成见和谬误，

建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笛卡尔式的怀疑只是其用来确定理性认识论的工具，笛卡尔的“普遍怀

疑”不是目的，而是其确定真理的一种手段和方法，是通过“普遍怀疑”来找到那个真实确定、毋容置

疑的东西。 
“‘我想，所以我是’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

动摇。”[1]这个“我”是一个形而上意义上的、具有思考能力的非广延的概念。“我思”的含义也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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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狭隘和单一的，而是代表了所有与心理活动有关的命题，是一个有意识的思想，也是一种反思的意识，

是一个在思维、在怀疑、在肯定和否定、在欲望的东西，它是一个无形体，也无五官的思想物。同样，

“我在”也是绝对无疑的，它需要“我思”作为条件。只要我在思维，我的存在就是确定无疑的；我若

停止思想，我也将不复存在。从“思想”中追求“我”的存在，从自我的思维活动中可得出自我必然存

在的结论。[2] 

2.2. 由“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内涵 

在“我思故我在”中，笛卡尔的出发点是“我思”，以思考来确定我的存在，这里不仅仅是在认识

论上确立了思考的地位，在逻辑上，更是把“我思”置于上帝和物质存在之前。因此，笛卡尔“我思故

我在”和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后者将个人置于神、自然万物和国

家之上，而笛卡尔将“我”在逻辑上置于上帝、理性、灵魂和外部物质之前。普罗泰戈拉强调主体的能

动性，笛卡尔思想标志主体意识的觉醒。但两者却存在本质区别。首先，“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人”

是指个体之人，而“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则具有普遍性，是抽象意义的和精神意义上自我意识。其

次，普罗泰戈拉的主张中人的中心地位侧重于实践方面，而“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则意味着人类主

体意识的觉醒，着重于思想方面。另外，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活跃，要求公民在公众面前敢于表达言论

和看法，“人是万物的尺度”则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集中表达和思想武器，是被古希腊大多数公民所认

同的。而“我思故我在”是在文艺复兴和经院哲学束缚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虽然由此转向主体性哲学，

但在当时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时代背景和影响不同。最后，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一思想相比，笛卡尔之后对上帝和灵魂的推演，仍然沿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证明方法，并没有彻底

解决当时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 
由此可见，笛卡尔的思想是在近代经院哲学盲目信仰主义与怀疑主义的漩涡中，在人类思想史上第

一次实现了主体意识的觉醒，虽然由于时代局限且在当时力量较为薄弱，也未能彻底解决当时的科学与

宗教之间的矛盾，但这一阶段的哲学开始致力于研究主客关系，将以往对自然和神的关注转移到人身上，

将“我”置于自然和上帝之前并作为第一原则，是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标志。 

2.3. “我思故我在”引发的近代认识论转向 

笛卡尔对“我”的发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它标志着近代哲学的

“主体”正式确立。这是一个纯粹思想的主体，而不是物质及以物质为基础的客体。笛卡尔分别用精神

实体和物质实体来指称它们：思想是精神实体的性质，而广延则是物质实体的性质，两者都是真实存在

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二元世界。正是在这种二元论的基础上，笛卡尔找到了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基础，

即自我，也即纯粹思想。从逻辑上看，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推演过程中，首先是确定了人的自我

意识，且上帝与外部世界的存在也是建立在人意识到自我存在之后的。由此可见，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是

非常重要的一步，若要认识上帝的存在以及把握外部世界就必须要先有自我意识。从认识论角度来看，

在确定了“我思故我在”是真实的、毋容置疑的第一原理之后，也不可避免的使人去思考“我”这个主

体，即思考人本身，于是人类主体性便成为了思想的中心，同时也意味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综观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哲学至近代哲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希腊罗马哲学阶段，这

一阶段的哲学致力于研究外在世界或客观世界，也可以称为自然哲学或本体论哲学。第二阶段是中世纪

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这个阶段哲学主要研究主观精神世界，也即基督教一神论哲学。第三个阶段是近代

哲学，这一阶段的哲学是对第一二阶段哲学的综合。近代哲学则是致力于探讨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哲

学。“我思故我在”将“我”作为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起点，由对自然和神的关注转向人身上，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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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将“我”置于上帝和自然之前，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由此近代

哲学从古希腊探讨自然本原的道路转向探讨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道路上。笛卡尔对近代哲学的影响，不仅

在于他将“我思故我在”这一原则确立为其哲学体系的第一原则，更在于笛卡尔进一步地揭示了认识过

程的主体性因素，标志着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西方哲学的关注点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总的来

说，“我思故我在”作为主体性原则的标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 数学科学时代的意蕴与“回归心灵” 

在通过“我思故我在”找到科学知识的逻辑基础之后，下一步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科学知识大厦。

笛卡尔是在追随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脚步，继开普勒、伽利略的之后，对数学格外钟爱的人物之一。

确实，数学拥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形式之美，精确且严密，是对真知识的追求，它可以将概念清晰表达出

来，代表着一种有序的思维过程。由于这个原因，笛卡尔投身于数学领域研究，并试图将数学的原理和

方法应用于哲学问题，并通过几何演绎推理来构建其知识大厦。[3] 
当代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具有向外和向内的双重性影响。“由

于笛卡尔怀疑的彻底性，既扫除了人类感官对世界的确定把握，同时也贬降了人类理性对真理的追求，

结果造成了人类感性和理性方面的双重损失。”[4]由此，数学知识作为心灵的最高范式出场。“我思故

我在”向外的影响是笛卡尔哲学形成了一种数学哲学观，人类开始进入数学科学时代，心灵诉诸数学而

获得可靠性和真实性，人类心智结构在当代被“数学化”。向内的影响是促成了“我思”回归心灵的哲

学，笛卡尔式怀疑形成了对意识的自我确信，这种内部的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流对人来说得到了确定性。

笛卡尔的两个噩梦，即感性和理性以及实在性所遭遇的梦魇，引发了笛卡尔式怀疑。“我思”也是“我

怀疑”，也就是说，“我怀疑”暗含了“纯粹逻辑上的确定性”，逻辑的结果只能得到一个抽象的精神

意义上的“我”，而不是血肉意义上的“我”，而这个精神上的“我”被笛卡尔用数学的方式转化成了

时代的精神方向。具体来看，现实之中的人只能对他所创造的东西有所认识，思想的确定性和可靠性要

靠“数学心灵”来保证。 
在笛卡尔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大量的古希腊著作被引入欧洲，动摇了经院主义对人们的思想统治，

许多思想家由对神学的信仰转向对自然的研究，并主张理性和自由。毕达哥拉斯的“数是万物的本原”

以及柏拉图的宇宙几何结构思想，被当时的欧洲人所接受，于是在当时许多数学家便继承了古希腊的“宇

宙是按数学规律所设计的”、“上帝是数学家”等思想。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笛卡尔想建立一种“清楚

明白”的，确定的，毋容置疑的哲学，在《谈谈方法》第一部分中，笛卡尔将许多学科进行了考察，其

中唯一被公认的真理体系只有数学。在已知各门科学中，只有算术和几何可免于虚假或不实，而“算术

和几何之所以远比一切其他学科确实可靠，是因为只有它们研究的对象既纯粹又单纯，绝不会误信经验

证明为不确实的东西”[5]所以，确定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起点后，在笛卡尔的思想中便形成了一种数

学哲学观。在这种数学哲学观的引导下，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把直观几何的广延世界与代数公式相

结合，数学从一种非人的东西转变成了一种与人类心智结构想一致的模型。也即是说，现象还原为数学

秩序，感觉材料可以通过数学运算还原为人心尺度。于是，人的心灵可以在有足够距离保证不受干涉的

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模型和符号来处理各种复杂的具体事物，这便是现代著名的“科学向数学的还原”。 
此外，笛卡尔的“我思”向内是一个内在的思想过程，“理性”是建立在心灵只认识存在于心灵之

内的东西这一前提上的，数学成为了理性的最高范型。事实上，内省并不是人类心灵在其灵魂或肉体状

态下的反映，而是意识对其自身内容的认知，阿伦特认为这即笛卡尔“我思”的本质，内省不可避免地

产生确定性，因为在这里除了思想产生它自己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涉及。这种内省带来的一种确定性，

一种人自身存在的确定性，这种纯粹的意识活动确定了发生在思维过程中的真实存在。笛卡尔式理性即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2021


仇利鑫 

 

 

DOI: 10.12677/acpp.2022.112021 128 哲学进展 
 

是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并不需要外界的刺激。阿伦特认为这种理论的产生是

源于人类对于现实世界共同感的缺失而形成的一种与外部世界无关的机制。[6]所以，“理性”在笛卡尔

那便成为了演绎和归纳的机能，这种“数学心灵”把数学等式视为思考过程的表达，以与外部的现实隔

绝，只感知自我作为先决条件，即与自我的游戏。于是人类变成了“根据结果计算的”的生物。总的来

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形成了一种数学哲学观，在此指导下所创立的解析几何引发了现代著名的“科

学向数学的还原”，即感觉所经验到的东西被数学的系统所替代，也正如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在这种

系统当中，所有真实关系都被抽象成了人为符号的逻辑关系，这是一种还原论的科学，亦是一种反人性

的科学。 

4. “我思故我在”促进了当代“普遍科学”的形成 

4.1. 笛卡尔“普遍科学”的现代意义 

“普遍科学”是一个现代概念，描述的是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相对现代之前的自然科学而言的。阿

伦特在其著作《人的境况》中提出了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普遍科学”的概念，对于“普遍科学”与自

然科学，有如下区分，“自然科学从一种普遍的观点来看待自然，而获得对自然完全掌控的科学。现代

的‘普遍科学’则是一种冒着毁灭自然以及放弃人对自然掌控的危险，也要把宇宙过程导入自然之内的

真正‘普遍’科学”。[6]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由一种科学和技术所决定的世界。普遍性和超越性是普遍科学的两大特点，普遍

性指的是现代科学拥有奠基于实验和数学之上的统一性，超越性则是现代科学超出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

地球，指向浩瀚的太空宇宙。这种“普遍科学”是在把自然和人造物作为对象的基础上，选择一个地球

之外的参照点，即“阿基米德点”从而获得知识的。“我思故我在”无形中促进了当代“普遍科学”的

形成，也即笛卡尔式怀疑所带来的“我思”使“阿基米德点”移入人自身，将人类思维本身的结构被作

为最终的参照点，在一个数学公式的框架内确保了它自身的真实性和确定性，通过这种方式，它使人无

论走到哪里，自身都带着它，从而使人能够摆脱既定的现实，即摆脱人类作为地球居民的境况。“普遍

科学”也带给我们一种印象，即它所带来的人类破坏力的急剧增加以及崭新创造力的出现，人类在破坏

地球有机生命和地球本身的同时也在做着一些在以前被认为是神的特权的事。但如果了解了“阿基米德

点”下人类必须借助超自然的“普遍”力量来把握物质的形成过程，就不会产生这种印象了。阿基米德

点科学其实质就是今天的普遍性科学。对此，阿伦特认为这种科学给人类和地球带来了很大威胁，因为

将人类的行动导入科学，会使科学带上行动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预测性。普遍科学还会导致其所谓的“世

界异化”，“对世界异化的最简短的表达包含在笛卡尔的‘怀疑一切’的命令中……人如果要追求真理

和知识，就既不能相信感官所给予的证据，也不能相信精神的‘天赋真理’。”[7] 
此外，笛卡尔的内省观也是建立于他的“普遍怀疑”上的，现代哲学和科学可理解为对“普遍怀疑”

的延伸和发展。近代的实验科学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别于古代的新现实，即改变观念

的是工具而不是观念，“改变世界的不是观念而是事件”[6]，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让现代人意识到感

觉不可信，基于感觉建立的“心灵”也不可信，即现象世界没有可信的东西，甚至对人类的知性在觉察

真理和证明真理方面也受到了怀疑。这种想法有别于古代的真理观念，即认为真理是自身的显现，真理

是静止的等待人类去揭示和发现的，而新现实则让我们看到，存在是活跃的，人类只有借助工具才能掌

握真理，也导致了现代对真理的实在性和确定性的丧失。所以，现代科学主张一切都必须怀疑起来并且

要做到干预现象和废除现象，而拯救这种现象则是“普遍怀疑”之后所确定的“我思”。在这种内省观

的影响下现代哲学家便意识到人只能关注和认识自我。普遍怀疑下现代科学和哲学对现实世界中确定性

和实在性的丧失，在内省中找到了栖息地。笛卡尔式内省对现代的理智和精神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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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第一，笛卡尔把意识中的观念之物处理成了和想象等意识活动一样的意识对象和意识的组成部分。

第二，“普遍怀疑”确定性的方法与现代物理科学的结论，即人即使不能按某物呈现的样子来认识真理

但至少也可以了解他制造的东西是一致的，这种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 

4.2. 笛卡尔思想的隐秘“欲望” 

戴维斯在《古代悲剧与现代科学的起源》中认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并不否认“我在思考”，

因为对“我在思考”的怀疑也是一种思考，但这意味着对于作为并不完美的个人来说，自我意识始于怀

疑。现代科学正是奠基于此之上，笛卡尔式的科学想要试图去解决“人类本质上是不完美的”这一问题。

[8]笛卡尔思想中蕴含的隐秘“欲望”是自治，即试图通过回归心灵的方式跳出地球，将阿基米德点移入

人的心灵，这是笛卡尔新数学物理学的目标，是对于人类自治、人类支配自然与追求完满的一种渴望。 
在笛卡尔看来，基督教对人类堕落的解释，为我们理解人类自治问题提供了一种恰当形式。从其实

质来看，笛卡尔式的科学和基督教从根本上都根植于超越政治生活的需要，自治是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如

何避免外部威胁，真正的自治需要完全掌握一切，控制万事万物。[8]这就是今天科学的隐秘渴望。因此，

要控制或支配自然，需要一门科学，一门不受人类偏爱所支配的科学。同样，这门科学也并无倾向，但

人类是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的，因此掌控自然的困难是双重的，对自治的渴求引发了困难的两面性。 
政治生活是人类的本相，在其中我们拥有除旧迎新的冲动，我们迫使自己遵从法律，这是我们身处

政治生活中的本性使然。基督教将人类渴求自治这个问题放到来世解决，而科学则并不关心最终是否能

解决此问题。戴维斯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审视，在笛卡尔的著作特别是在《谈谈方法》里，

笛卡尔重点探讨了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数学科学的问题，这也暗示着对人类渴求自治这个问题的进一步

思考，同时也蕴含着其中所具有的超政治性，笛卡尔式自治真正的新方法是取代政治或战争，即用科学

展现正义，替代政治。“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

[1]在第三部分，临时道德的提出为科学道德取代传统道德奠定了基础，笛卡尔要寻找一个替代品来克服

主观情感在判断时可能出现的误解，并指明这种道德的目标。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真善之间张力的

解决取决于上帝，上帝拥有完美的自治形象，第四部分则试图推翻这一形象，从而用第五部分中象征自

治的科学即科学基础上的新道德来替代它。最后则是对物理学问题的阐明，当物理学将人类从劳作中解

放后，人类便开始渴望征服死亡，物理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从自然堕落中救赎的方法，通过努力人类可

以打破上帝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对他们施加的诅咒，这样人类就不会受苦或死亡，笛卡尔使他的物理

学看起来能够实现自我满足或自治。 
渴望支配自然就是渴望自治，也就是渴望完满。笛卡尔以反思写作结束了《谈谈方法》，因为写作

暗含着那种不完满。对人类来说，上帝是完满的表现，上帝是至关重要的寓言，不过其说是神义论，不

如说笛卡尔是想试图表明，要理解人类，就必须理解上帝问题的中心地位，这个问题与人类对自治的渴

望程度有关。笛卡尔思想的“隐秘欲望”不是就此离弃上帝，而是想用一个新的寓言来取代旧寓言，新

寓言提出了新的不朽和彼岸，意在成为人类自治的新约。正如戴维斯在《古代悲剧与现代科学的起源》

中所指出的：“公众心目中哲学、科学的地位，显然会在笛卡尔的新秩序下得到提升。事实上，曾经戴

在政治生活头顶的光环，将被移至科学生活的头顶。”[8] 

5. 结语 

自治不仅仅意味着技术层面的问题，科学也不仅仅是使生活更加舒适，其也同样拥有破坏人类生活

本质的风险。人类心智结构的数学化，回归心灵的内省与共同感的丧失，数学–科学时代的来临，后退

的“普遍科学”，这是结合当代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敏锐洞察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引发的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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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解读。同时结合戴维斯对现代科学的起源所进行的考察，将古代悲剧与笛卡尔的研究相结合，发

现笛卡尔思想中蕴含的隐秘欲望，即人类对于自治的渴望。但其实笛卡尔本人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个问题，

意识到这种数学的理想化，意识到其数学物理学的理想是一种科学代替城邦、代替政治，实现这种爱欲

的整全的一种途径。从“积极生活”背景下再度审视笛卡尔主体性原则，如当代科学的“超越性”的愈

发凸显，普遍科学导致的地球异化，人与地球之间的疏离，人类于世界中位置的逐渐丧失，孤独大众的

形成……而在人的“复数性”条件中蕴藏的力量，则意味着人类的第二次诞生，意味着一种开端和创造

进入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作为个体共同参与政治生活，而不是脱离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异化成一个“宇

宙居民”。总之，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作为其主体性原则的标志对当代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现代

科学以及笛卡尔哲学的继续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科学技术的本质以及现代性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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